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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官刻序跋考证宋本刊修时地三则

张　 　 琦

　 　 内容摘要:南宋中期修补的《金石录》和刊刻的《东观余论》《乖崖先

生文集》均为官刻本,但刊修时地未明晰。 通过补齐、解读其序跋,考证

刊修和校勘官员的仕履可以确定,赵不谫是在知安庆府任上修补的龙舒

郡斋本《金石录》,庄夏本《东观余论》刻于江南东路转运司,而郭森卿本

《乖崖先生文集》则刊于嘉定十年(1217)前后。 在确定刊修时地时,若仅

通过刻工系联,而忽略刻工流动的现象,难免会有“刻舟求剑”之失。 研

究宋刻版本,应当在“观风望气”、刻工系联的基础上,对刊修序跋等外部

信息加以考证,以期取得新的突破。
关键词:《金石录》 　 《东观余论》 　 《乖崖先生文集》 　 宋刻本 　

刻工

确定刊刻和修补时地,是利用和研究古籍的先决条件。 对于存世稀

罕的宋刻本,其刊修时地的确定更是版刻发展史研究的重要环节。 近代

以来,经过王国维、赵万里、黄永年等学者的接续努力,宋刻本的版本体系

已经建立起框架①。 关于宋本刊修时地的确定,前贤也已经总结出若干

科学方法:对于本身载有明确刊刻信息的宋本,可以依据序跋、牌记、刻书

衔名等较为精准地确定;若无,则只能根据字体、版式、刻工、避讳、纸张等

信息给出相对粗略的判断,再结合宋人目录、文集、笔记等的著录进一步

确定。 前者易而后者难,因而宋刻序跋十分珍贵,应当尽可能多地从中挖

掘刊修信息。 其中官刻本的序跋一般由在任官员撰写,而官员的仕履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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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沈乃文:《赵万里先生之版本学》,《版本目录学研究》 第七辑,北京大学出版社,
2016 年,第 73—98 页。 辛德勇:《黄永年先生对中国古籍版本学的贡献》,《翻书说

故事》,浙江大学出版社,2019 年,第 11—17 页。



常见载于史传、文集、方志以及石刻文献等,对于某些刊修时地模糊的刻

本,可以尝试通过这条线索加以确定。 本文就以官刻序跋为出发点,通过

考证刊修官员的仕履,确定宋本《金石录》 《东观余论》 《乖崖先生文集》
三书的刊修时地。

一、赵不谫修补《金石录》于安庆府考

宋本《金石录》有两部存世,其中国家图书馆藏本(以下简称“国图

本”)三十卷全,曾先后影印收入《古逸丛书三编》 《中华再造善本》;上海

图书馆藏本(以下简称“上图本”)存中间十卷,作为《宋刻大系》第一种

影印出版。
关于国图本的刊刻时地,《中国版刻图录》云:

宋讳缺笔至慎字,敦字不缺笔。 刻工胡珏、徐亮、胡刚,淳熙三年

(1176)又刻舒州公使库本《大易粹言》。 《容斋四笔》:赵德甫《金石

录》其妻李易安作《后序》,今龙舒郡库刻其书,而此序不见取。 今此

本无《后序》,因推知此书当是孝宗朝龙舒郡斋刻本。①

此说一出,世无异辞。 上图本版式、字体、刻工、避讳,甚至断版痕迹都同

于国图本,可以确定也是龙舒本,但相较于国图本的尚未修版,上图本则

系修版后印②。
宋刻《金石录》除龙舒郡斋本外,又有所谓浚仪赵不谫刻本。 清卢见

曾刻雅雨堂本有赵不谫跋:
赵德父所著《金石录》锓板于龙舒郡斋久矣,尚多脱误。 兹幸假

守,获睹其所亲钞于邦人张怀祖知县。 既得郡文学山阴王君玉是正,
且惜夫易安之跋不附焉,因刻以殿之,用慰德父之望,亦以遂易安之

志云。 开禧改元上巳日,浚仪赵不谫师厚父。③

潘景郑先是沿袭旧说,谓《金石录》 “初刻于龙舒郡斋,再刻于浚仪赵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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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北京图书馆编:《中国版刻图录》第 1 册,文物出版社,1960 年,第 29—30 页。 其实

潘景郑早在 1951 年就已经根据避讳和《容斋四笔》的记载推定该本的刊刻时地(详
参潘景郑:《校宋本金石录》,《著砚楼读书记》,辽宁教育出版社,2002 年,第 255—
256 页),但发表甚迟,故知之者鲜。
上海图书馆编:《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图录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0 年,第 139—140
页。
赵明诚:《金石录》,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二十七年(1762)德州卢氏雅雨堂刻本(索

书号:10394),后序叶五。



谫”,但又认为“龙舒在安徽舒城县,浚仪一在安徽寿县,一在安徽亳县。
两本雕镌,不出安徽一省。 疑浚仪本即据原刻校正,修板付印耳”①。 冀

淑英也有类似推测,但对于“浚仪”的认识有所不同。 她认为“浚仪即北

宋首都汴梁,南宋时凡宗室籍贯皆称浚仪,以示出身皇室,不忘故国之

意”②。 宋太宗子孙以元、允、宗、仲、士、不、善、汝等字联名,赵不谫当为

太宗六世孙,可为冀说之证。 辛德勇又指出,寿县、亳县之所以有“浚仪”
之称,乃是因为东晋南朝曾设置侨县于此,不适用于宋代③。 既然“浚仪”
不足以帮助确定刊修地点,那么冀氏的依据又是什么呢? 冀文谓龙舒即

今安徽舒城,宋时“属庐州”,而赵不谫“曾官庐州郡守”,因得以修补龙舒

旧板。 实际上,龙舒郡乃舒州古称,宋代舒、庐两州相邻并立,前者从未并

入后者;而赵不谫曾官庐州,更是不详所据,冀文的论据实难信从。 旧说

未安,故辛德勇提出新解,指出宋本《挥麈录》后亦有赵不谫跋,时为庆元

庚申(六年,1200),赵氏知邵武军,而开禧改元(1205)刻《金石录》,时间

相距不远,跋云“兹幸假守”,则亦当刻于邵武。
那么上图本和赵不谫本是什么关系呢? 冀淑英、潘景郑、陈先行④都

认为上图本即赵本,只不过潘氏还沿袭旧说,在所编《善本书影》中著录

作赵不谫“重刻本”⑤。 上图本既已据版本比勘确定为龙舒本的修版后印

本,就绝不可能是重刻本。 辛德勇因为已持赵本刻于邵武说,上图本又为

龙舒本,邵武、龙舒相距悬远,版刻字体亦当显异,否定其为一本。 辛说成

立的关键在于,赵不谫要从庆元六年至开禧元年连知邵武军,但《宋会

要》载有嘉泰三年(1203)知邵武军芮立言降一官事⑥,可知赵不谫未能

连任,辛说恐非。 两派之说既皆有不妥,实际情况当如何呢?
详绎《金石录》赵不谫跋,所云“兹幸假守”未名何地,当是承上省略。

上文既云“《金石录》锓板于龙舒郡斋久矣”,则赵不谫假守之地应当就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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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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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景郑:《校宋本金石录》,《著砚楼读书记》,第 255—256 页。
冀淑英:《谈赵明诚〈金石录〉 的版本问题》,《冀淑英文集》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
2004 年,第 43—44 页。 本节所引冀说皆出于此。
辛德勇:《怎样编一部好书影》,《正史版本谈》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21
年,第 38—41 页。 本节所引辛说皆出于此。
陈先行:《古籍善本(修订版)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20 年,第 176—179 页。
《善本书影》乃 1978 年上海古籍书店印制,未见,此据辛德勇《怎样编一部好书影》
(《正史版本谈》,第 38、52 页)转引。
徐松辑:《宋会要辑稿·职官七五》,中华书局,1957 年,第 4092 页。



龙舒郡。 庆元元年(1195),诏升舒州为安庆府①,开禧在其后,赵氏所知

者当名安庆。 据跋文,赵不谫并非重刻《金石录》,而是对龙舒原刻进行

了修补,修者即所谓“尚多脱误”,“得郡文学山阴王君玉是正”云云,补者

即所谓“惜夫易安之跋不附焉,因刻以殿之”。 赵不谫作为知府,修补郡

斋旧刻,实是顺理成章。 而“郡文学山阴王君玉”的身份,更可以佐证赵

不谫假守于此。 时人楼钥撰《安庆府修学记》略云:
舒本群舒之地,于今最为佳郡……嘉泰二年,严陵詹侯下车……

未几……乃即其旧而增葺之……以某年庀工,至某月日讫役,焕然一

新。 郡人谓:“役不及我,而济登兹,愿有以纪之。”教授王君君玉度

以书来。 余与詹侯俱婿王氏,而侯为尊行,知其贤有年矣。 以西枢之

子,谦厚廉介,所至有声绩,而饬以儒雅。 澄江既以政最,舶使尤著

清节。②

詹侯名徽之,字季章,严州遂安人,签书枢密院事詹大方季子③,庆元中提

举福建市舶④,与楼《记》相吻合⑤。 詹徽之嘉泰二年莅任安庆,开禧元年

改除两浙转运判官⑥,接任者当即赵不谫。 赵跋中的“郡文学山阴王君

玉”,即楼《记》中的“教授王君君玉度”,郡文学乃州府学教授的别称,而
楼《记》作于嘉泰后期,赵跋署开禧改元,时间亦相衔接。 王君玉名度,绍
兴府人,嘉泰、庆元之际预修《嘉泰会稽志》,后教授龙舒⑦。 王度既为安

庆府学教授,则赵不谫所知州府只能是安庆。
综上,正如潘景郑、冀淑英推测的那样,赵不谫并未重刻《金石录》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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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脱脱等:《宋史》卷三七,中华书局,1977 年,第 720 页。
楼钥撰,张丽娟校点:《攻媿先生文集》 卷五一,北京大学《儒藏》 编纂与研究中心

编:《儒藏》精华编第 235 册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7 年,第 811—812 页。
章百成编:《淳安进士》,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,2013 年,第 16 页。
黄仲昭纂修: 《〔弘治〕 八闽通志》 卷三十,国家图书馆藏明弘治刻本 ( 索书号:
01359),叶十五。
楼《记》谓“余与詹侯俱婿王氏,而侯为尊行”者,詹徽之初娶王俣女,而楼钥则娶俣

子远之女也。
潜说友纂修:《咸淳临安志》卷五十,影印清道光十年(1830)钱塘汪氏振绮堂刊本,
《宋元方志丛刊》第 4 册,中华书局,1990 年,第 3795 页。
陆游著,朱迎平笺校:《渭南文集笺校》卷十四《会稽志序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22
年,第 734—735 页。 黄宗羲原著,全祖望补修,陈金生、梁运华点校:《宋元学案》卷

五五,中华书局,1986 年,第 1817 页。



而是对龙舒刻版进行了修补。 上图本的版刻特征与之相符,可以著录作

宋孝宗时龙舒郡斋刻、宁宗开禧元年修补后印本。

二、庄夏本《东观余论》刻于江东漕司考

黄伯思《东观余论》最早由其子黄 刻于福建路转运司,时为绍兴十

七年(1147)。 庄夏重刊,有本传世,藏上海图书馆(索书号:线善 754334-

37),《中华再造善本》据以影印。 此本书后依次有佚名识语一叶、楼钥跋

四叶、庄夏跋两条共一叶。 庄跋首条为“庄夏敬书于筹思堂”一行,次条

云“是书刊于庚午之秋”,而楼跋署“嘉定□年”,故知此本系嘉定三年庚

午(1210)庄夏所刊。 但跋语未提及刊刻地点。
前辈学者通过刻工系联,定为浙刻,如傅增湘谓此本:

刊工有周才、张彦忠、陈靖、丁明等,多与嘉泰四年本《吕太史

集》、开禧本《石林奏议》、浙本《武经七书》合,为宁宗初浙中刊本。①

《中国版刻图录》本书解题亦云:
卷中刻工陈靖、丁明、张彦忠、张世 、李岩等嘉泰四年又刻吕祖

谦《东莱文集》《丽泽论说集录》。 吕集刻工除上举五名外,又有宋

琚、刘昭、罗裕等浙中名匠,因推知诸书实皆浙刻本。②

藏弆此本的上图即作浙刻著录③。 对于这一判断,近来仅陈先行稍持异

议。 他认为,就字体和刻工而论,此本也有可能刻于福建:一来“该本字体

并非纯粹欧体,而是含有柳字意味”,二来“刻工刘甫,曾在嘉定年间参与建

本《育德堂奏议》之雕版”,所刻两书不少版面“字体、点画亦相仿佛”④。
此本究竟是浙刻还是闽刻,仅据刻工和字体,显然不能解决争议。 而

上引庄夏刻书首跋仅有一行,不能不令人怀疑前有脱叶,或许脱叶中记载

了刊刻经过和地点信息。 国图藏明抄本《东观余论》 两种(索书号分别

为:12285、13332),皆抄录庄氏此跋全文,惜有残损阙字;而上图藏袁氏五

砚楼旧藏明抄本(索书号:795036-37)及国图藏陈氏稽瑞楼旧藏清抄本(索
书号:03500)则完整无阙。 今以上图本为底本,参校国图三本,录文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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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莫友芝撰,傅增湘订补,傅熹年整理:《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》,中华书局,
2009 年,第 682 页。
北京图书馆编:《中国版刻图录》第 1 册,第 23 页。
上海图书馆编:《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图录》,第 91 页。
陈先行:《古籍善本(修订版)》,第 150 页。 本节所引陈说皆出于此。



夏丁卯之冬,涉笔著廷,公犹以天官兼史院,月中一再至,因获侍

闲燕于道山堂。 语及《东观余论》,夏恨建本讹阂①不可读,公曰家有

手校善本,惜不曾携来,其时未敢率尔有请也。 明年,蒙恩假庾节江

左,与公之宅相卢广文申之同官池阳,乃嘱以书致恳,公许诺。 又逾

年,夏就易漕寄,申之沿檄中都,嘱申前请。 公念其请之勤也,机务余

暇,以录本手校寄示,疑即阙②之,或旁质于它书而两存之,既又得蜀

本参校,而删其重出者。 夏于金陵汪氏得三刘本③,亦④因以是正一

二,繇是向之讹阂者什去七八矣。 公每谓书自锺、王以来,以意行笔,
率多破体,后学沿袭,浸⑤不合于古。 今所校本,一点一画悉考正于

《说文解字》,如“次弟”之“弟”从韦束,“失逸”之“逸”从走兔,“奇”
字从大从可,“皆”字从比从白,“士卒”之“卒”从衣,“秀彦”之“彦”
从文,若此之类,订改者众,不惟文义了然,而字体悉正,信可以传后

矣。 遂锓木⑥于计台,以成公志,且贺兹书之遭也。 嘉定庚午⑦秋七

月,温陵庄夏敬书于筹思堂。⑧

据《南宋馆阁续录》⑨,庄夏于开禧三年十月除著作佐郎,即跋文所谓“丁

卯之冬,涉笔著廷”;嘉定元年闰四月出为江东提举常平,即跋文所谓“明

年,蒙恩假庾节江左”。 又据《景定建康志》,嘉定二年冬,庄夏转任江东

转运判官,即跋文所谓“又逾年,夏就易漕寄”;后于嘉定四年正月除尚右

郎官􀃊􀁉􀁒。 庄夏作跋于嘉定三年,正在江东运判任上,跋末所云筹思堂即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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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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⑧

⑨

􀃊􀁉􀁒

“阂”,国图 12285 本作“阙”,下“讹阂”同。
“阙”原作“阂”,据国图三本改。
国图 13332 本于“本”前有“家”字。
“亦”,国图 13332 本无。
“浸”原作“漫”,据国图三本改。
“锓木”原作“录本”,据国图三本改。
“庚午”原作“庚子”,据国图三本改。
赵彦国已据上图本录文(赵彦国:《黄伯思〈东观余论〉成书及其版本考》,《艺术百

家》2008 年第 3 期,第 105 页),但未参校他本,文字、标点略有讹误。
陈骙、佚名撰,张富祥点校:《南宋馆阁录　 续录》,中华书局,1998 年,第 315 页。
马光祖修,周应合纂:《景定建康志》卷二六,影印清嘉庆六年(1801)金陵孙忠愍祠

刻本,《宋元方志丛刊》第 2 册,第 1761 页。 庄夏,《宋史》卷三九五有传,但失于简

略,且卒年有误,杨文新曾对其履历详加考订(杨文新:《南宋名臣庄夏事迹述评》,
《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》2014 年第 6 期,第 14—16 页),可参看。



转运司内①。 庄夏本《东观余论》既“锓木于计台”,则为江南东路转运司

刊本,刊地在建康府。 《景定建康志》文籍志书版门载有“《东观余论》二

百一十版”②,当即此本。 陆心源《明仿宋椠东观余论跋》已有此推测③,
但庄夏本才一百九十六叶,叶数少于版数,故史睿以陆说为非④。 其实宋

刻本刻书公文所记版数往往略多于书内的刊刻叶数,比如乾道九年

(1173)高邮军学刻《淮海文集》,刻书公文谓“计四百四十九板”,而该书

内文只有 436 叶⑤;又如《景定建康志》 并载“《唐花间集》 一百七十七

版”,而传世建康郡斋本《花间集》才 125 叶⑥。 因此,《建康志》所载版数

略多于庄夏本内文叶数的情况,并不足以证明其非一本。 而且庄夏本半

叶九行,行十八字,行款已较稀疏,若《建康志》所载为另一版式更加稀疏

之本⑦,则自嘉定三年至景定中(1260—1264)不到六十年,建康府就有两

个版式偏疏朗的《东观余论》刻本。 《东观余论》既非畅销书,建康府又未

经兵燹,南宋后期修版补版容或有之,另刊新本则难合情理。 综上两点,
《景定建康志》所著录的《东观余论》当是庄夏本无疑。

庄夏本乃江东漕司刊本,而非以往认为的浙本或近来猜测的建本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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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⑧

马光祖修,周应合纂:《景定建康志》卷二一,《宋元方志丛刊》第 2 册,第 1649 页。
马光祖修,周应合纂:《景定建康志》卷三三,《宋元方志丛刊》第 2 册,第 1888 页。
陆心源著,冯惠民整理:《仪顾堂书目题跋汇编》,中华书局,2009 年,第 386 页。
史睿:《宋本〈东观余论〉 考》,《版本目录学研究》 第四辑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3
年,第 247 页。
详参丁红旗:《再论南宋刻书业的利润与刻工生活》,《文献》2020 年第 4 期,第 28—
30 页。 由于书板或单面刻,或双面刻,因此板片数与版面数不同,两者比例介于

1 ∶ 1 和 1 ∶ 2 之间。 刻书公文所记版数当多指版面数,因为此项数据和刷印用纸、
工墨费用有关。 唯绍兴二十七年(1157)沅州公使库刻本《续世说》285 叶,而刻书

公文作“壹佰伍拾捌板,用纸叁百壹拾陆张”,所记为板片数,但随即标出用纸数,仍
是侧重版面数之意。
详参北京图书馆编:《中国版刻图录》第 1 册,第 25—26 页。 因二者数量相差太多,
《中国版刻图录》疑《建康志》所记有误字。
国图藏另一宋刻残本(索书号:08245)半叶十行,行二十字,全书叶数更少于庄夏

本,定非此建康府刊本。 上引庄跋还提及三刘本,云得于金陵汪氏,当亦非建康府

所刊。 一来三刘本之称,更似校抄本而非刊本,如宋时《汉书》有三刘校本;二来该

本若刊于当地,庄夏身处建康,得到不难,不必特别标明得于金陵汪氏。
《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图录》已经注意到袁氏五砚楼旧藏明抄本载有庄跋全文(第 91
页),而依旧著录作浙江地区刻本,不知何故。



覆检傅增湘所举刻工相关三书,《石林奏议》为开禧二年知台州叶笺所

刻,末有叶跋可证;《武经七书》避讳至“慎”字①,当刊刻于孝宗年间,地
点不详,两书与庄夏本重合的刻工各仅一人(周才、陈镇),关系薄弱。 唯

《东莱吕太史文集》刻工与庄夏本关联最深,重合者有六人之多。 该书前

有嘉泰四年秋吕乔年序,未言刻地,其书当为家刻,或即刊于南渡后吕家

所徙居之婺州。 其中刻工陈靖、张彦忠、周才、李岩、丁明、张世贤等,六年

之后又出现在江南东路的建康,可见当时刻工流转之状②。 与之类似的

有稍后陆子遹刻本《渭南文集》。 嘉定十三年,陆子遹刻其父文集于建康

府溧阳县,其中刻工邵亨、丁松年、董澄、刘昭等,又见于南宋中期浙本南

北七史的补版③,是亦刻工转徙于浙中与建康之一例。
近代以来,通过系联刻工判断刻本的刊刻地点,是版本鉴定的常用方

法。 这种方法其实隐含着一个预设的前提,那就是刻工固定于一地或者

流动性很弱。 如上文所示,当刻工的流动性较强,出现跨越路级政区的情

况时,这种方法便会失效。 比如嘉定十六年知南康军张虙补刊《仪礼经

传通解续编》,求助于知南剑州陈宓,陈宓在寄呈书稿的同时,还“遣刻者

数辈至,于是锓木,更一年而后毕”④,这是福建刻工流动至江南东路刻书

的例证。 南宋刻工的流动性强弱尚待研究,因此需要对据刻工定刻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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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傅增湘: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,中华书局,2009 年,第 478—479 页。
刻工刘甫又于嘉定后期参与刊刻建本《育德堂奏议》,亦为刻工流动之一例。 《育

德堂奏议》的刊刻时间参见秦华侨:《蔡幼学〈育德堂外制〉考论》,《新世纪图书馆》
2021 年第 8 期,第 79—80 页。 陈先行谓《东观余论》与《育德堂奏议》“两书几乎刊

刻于同时”,非是。 另外,张世贤(即张世 )、李嵓(当即李岩) 参与了嘉定六年

(1213)淮东仓司本《注东坡先生诗》的刊刻(《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图录》,第 122—
123 页)。 淮东仓司治于江北之泰州(周振鹤主编,李昌宪著:《中国行政区划通

史·宋西夏卷(第二版)》,复旦大学出版社,2017 年,第 69 页),自建康顺江而下,
一两日即可抵达。 大概庄夏本《东观余论》于嘉定四年刻成修版后不久,张、李二人

即赴泰州刊刻谋生。
王肇文编:《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2 年,第 390 页。 [日]
阿部隆一:《宋元版刻工名表》,《阿部隆一遺稿集》第一卷《宋元版篇》附录,汲古書

院,1993 年,第 37、53、56、72 页。
朱熹著,黄榦编:《仪礼经传通解正续编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2 年,第 1 页。



方法保持相当的警醒①。
根据补全后的刻书跋文,除了能够确定庄夏本《东观余论》的刊刻地

点,还可以借此厘清其校刊过程,缀述于此。 庄跋前尚有一叶佚名识语和

四叶楼跋,二者皆系手书上板,字迹相近,陆心源《明仿宋椠东观余论跋》
已疑识语亦出楼钥。 庄跋谓楼钥“以录本手校寄示,疑即阙之,或旁质于

它书而两存之,既又得蜀本参校,而删其重出者”,而识语云:
川本去三十一篇,皆在可删之域。 若《跋师春书后》一篇,后已

有《校定师春书序》;又《跋干禄碑后》及《跋锺虞二帖后》,皆是重

出,当删。 其余二十八篇,不若存之,以全其书。
所述相合,识语当为楼钥所作无疑。 所云“其余二十八篇,不若存之”,今
核之庄夏本,下卷各篇下注“川本无”者恰为二十八篇,即:《跋兰亭传后》
《跋李邯郸撰御书阁记后》 《跋东府所书急就章后》 《跋破羌跋尾卷后》
《跋所书真诰数纸后》《跋摹本王逸少尚书中书帖后》 《跋世说弟三卷后》
《跋世说新语后》 《跋苏显道求章草卷后》 《跋旧题破羌帖后》 《跋张天觉

书后》《张丞相书》《跋玉谿集后》《跋元和姓纂后》《跋陶渊明集后》《跋汉

冀州刺史王纯碑后》《跋元和姓纂后》《跋穀梁传后》 《跋袁仙夫帖后》 《跋

段太常语录后》 《跋定本古器图后》 《跋汉旧仪等书后》 《跋雒阳伽(篮)
〔蓝〕记后》《跋章草弥陁经后》 《跋所书十七帖后》 《跋杨少师书迹年谱

后》《跋张曲江集后》《跋杨夷甫提刑等帖后》。
庄夏本中不见《跋师春书后》一篇,《跋干禄字碑后》和《跋锺虞二帖

后摹本》皆各仅存一篇,并无重出,可知刊刻时已经删去重出之篇。 庄跋

26

①姑举一例。 《中国版刻图录》谓上图藏淮南路转运司刻本《史记集解》刊于南京,依
据是其“刻工与建康府江东路转运司本《后汉书》,以及当涂、宣城等地刻书多同”
(北京图书馆编:《中国版刻图录》第 1 册,第 26 页)。 对此辛德勇指出,《史记集

解》若干卷末刻有校对“无为军军学教授潘旦”和监雕“淮南路转运司干办公事石

蒙正”两行衔名,绍兴七年淮南路转运司复置时,西漕治所已置于无为军,潘旦、石
蒙正同官无为,不太可能都撇开本职跑到建康去从事刊刻,应当是淮南路转运司雇

佣了建康府的刻工到无为刻书(辛德勇:《由所谓“蜀大字本〈史记〉”谈到中国版刻

史研究》,《正史版本谈》,第 14—15 页)。 按,辛说甚是。 无为虽处江北,然与江南

的建康及当涂、宣城皆相距不远,二三日即可抵达,故而江东路的刻工很容易流转

至淮西路的无为军。 《中国版刻图录》没有考虑刻工流动问题,所立之论近乎于刻

舟求剑。 尾崎康已注意到据刻工定刊刻时地的局限性([日]尾崎康著,乔秀岩、王
铿编译:《正史宋元版之研究》,中华书局,2018 年,第 80 页)。



谓楼钥“又得蜀本参校,而删其重出者”,似乎重出的三篇在楼氏寄上的

底本中已经删去。 但据识语所云,楼氏应当并未径自删削,而是标出川本

所无之篇目,附上意见谨供参考。 庄夏在刊刻时全部遵照,删去重出三篇

而存其二十八篇,并附刻楼氏识语于后,充作说明。 庄跋径谓楼钥“删其

重出”,殊嫌未确。
关于这一删削过程,史睿认为是庄夏先删去了“三十一篇重复的黄

氏题跋”,又因为楼钥的识语而改变主意,保留了二十八篇,“这个编辑思

想的变化应该在版成之前”①,其说恐误。 首先,识语提及川本所无的三

十一篇,只有《跋师春书后》等三篇系重出,其余二十八篇只是“在可删之

域”,即楼钥认为学术质量一般,而非重复。 其次,嘉定三年楼钥获得川

本时,正在临安任参知政事。 庄夏时在建康,并未见川本,只能在拿到附

有识语的楼氏校本后了解其版本情况,所以在此之前,他不可能有删去川

本所无的三十一篇的行为,也就不会有先删后补的“编辑思想的变化”。
可以说,庄夏主持刊刻《东观余论》,无论删存,皆是忠实执行楼钥的编辑

思想,并无自作主张之处。
另外,史睿已指出上图本并非原刻初印本,而是修补后印本②,其修

版概况见于庄夏次跋:
是书刊于庚午之秋。 明年正月,得公书,又校示一百五十五条:

涂者一百二十一,注者三百一十七,乙者四,凡贴改四百四十二字,并
以《邵资政考次瘗鹤铭文》附于卷后云。

据知,嘉定三年秋全书刻成后,庄夏于次年正月再次收到楼钥校语,因据

以剜改,并补刻文一篇于正文末,而成后印本。 楼钥校语可能就校改于初

印本上,此或即雕版校对“三校呈样”之一节③。

三、郭森卿本《乖崖先生文集》刊于嘉定中期考

宋人张咏的《乖崖先生文集》有两个宋刻本传世,分别由南宋崇阳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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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史睿:《宋本〈东观余论〉考》,《版本目录学研究》第四辑,第 243—244 页。
史睿:《宋本〈东观余论〉考》,《版本目录学研究》第四辑,第 244 页。
清刘台拱致毕贵生书云:“凡刻书,第一要板好,次要写手好,次校对好,次刻本好。
校对一事,而有数节,一校底本,二校写本,三校呈样,四校挖改本,最后再覆校一

过。”(刘文兴编:《刘端临先生年谱》乾隆五十九年条,郑晓霞、吴平标点:《扬州学

派年谱合刊》,广陵书社,2008 年,第 225 页)



令郭森卿、伊赓刊印①。 郭森卿本十二卷全,《续古逸丛书》据以影印,今
藏上海博物馆。 该本书前有郭氏刻书序文,叙述刊刻缘由和增广内容。
伊赓本今藏国图(索书号:00885),仅存前六卷,余系抄补,《中华再造善

本》据以影印。 该本书前有郭森卿、龚梦龙二序,据龚序可知,郭本书板

毁于开庆元年(1259)宋蒙之战,伊赓遂重刊之。 龚序末署咸淳己巳(五

年,1269)仲春,故伊赓本的刊刻时地明白无疑;而郭序无署时,郭森卿本

的刊刻时间尚须考定。
郭森卿本附录项安世《崇阳县重建北峰亭记》,末署嘉定三年正月,

时间最晚。 潘祖荫《滂喜斋藏书记》据之谓此本为嘉定以后刻②,较为审

慎,而上博径著录作嘉定间刻本, 未作论证③。 大约成书于淳祐中

(1241—1252)④的《直斋书录解题》 著录此本云 “ 近时郭森卿宰崇阳

刻”⑤,既称“近时”,则或可晚至理宗前期,王岚因此认为郭本盖出理宗

朝⑥。 今检书中理宗嫌名,仅见卷二《缉书斋》诗“扫径连松筠”之“筠”
字,伊赓本缺末笔,而郭森卿本不缺。 但宋本的避讳并不能做到滴水不

漏,即使是更为严苛的官刻本,疏漏未避的情况也时有发生⑦。 比如端平

间知吉州刘炜叔所刊杨万里《诚斋集》,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尚存原本,其
卷九二“不扩不充尔”之“扩”字即未缺笔⑧。 而且郭本此条属于孤证,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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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⑧

张咏文集有十卷本、十二卷本两个版本系统,北宋编刊原本为十卷,郭森卿始增广

重编为十二卷。 传世诸本除国图藏十一卷本(索书号:06144)外,均属十二卷本系

统(详参祝尚书:《宋人别集叙录(增订本)》,中华书局,2020 年,第 16—21 页;王
岚:《张咏集版本考》,《望江集:宋集宋诗宋人研究》,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2020 年,
第 3—15 页);而十一卷本近经友人袁涛考证,实为十卷本之孑遗。
潘祖荫著,佘彦焱标点:《滂喜斋藏书记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7 年,第 77 页。 与

潘宗周编,柳向春标点《宝礼堂宋本书录》合一册。
上海博物馆编:《玉楮流芳———上海博物馆藏宋元古籍精粹》,上海书画出版社,
2023 年,第 112 页。
陈乐素:《〈直斋书录解题〉作者陈振孙》,陈乐素著,陈智超编:《陈乐素史学文存》,
广东人民出版社,2012 年,第 412 页。
陈振孙撰,徐小蛮、顾美华点校:《直斋书录解题》 卷十七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5
年,第 490 页。
王岚:《张咏集版本考》,《望江集:宋集宋诗宋人研究》,第 5 页。
详参程杰:《日藏〈全芳备祖〉刻本时代考》,《江苏社会科学》2014 年第 5 期,第 220 页。
杨万里:《诚斋集》卷九二,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刻本(索书号:550·4),叶十五。



此便谓其刊刻于宁宗朝,证据稍嫌不足。
不妨换一思路,郭本既刊刻于郭森卿知崇阳县时,若能考知其在任年

月,即可确定该本刻于何时。 叶适《郭氏种德庵记》云:“余同年友琼州刺

史郭宗之既没十年,子森卿,用举者五人知崇阳县,磊卿,锁主簿厅中乙

科,皆会余容成之阳。”末署嘉定八年十一月①。 郭宗之名晞宗,台州仙居

人,卒于嘉泰四年,有嘉定二年何澹所撰墓志传世,长子森卿时官儒林郎、
新广德军节度推官②。 郭晞宗殁十年,当嘉定七年,季子磊卿中袁甫榜进

士,而森卿由选人用荐举改京官,知崇阳县,与《乖崖先生文集》序文系衔

“宣教郎、知鄂州崇阳县”相合③。 宋代员多阙少,选人改官、进士中第后

通常要待阙一到三年④,郭森卿、磊卿兄弟因而得以拜访于永嘉奉祠里居

的叶适⑤。 水心之文于次年冬始撰就,盖久而后作。 郭森卿待阙以两年

计,则上任崇阳在嘉定九年,稍后编刊十二卷本张咏文集,可姑系于嘉定

十年。 郭森卿本《乖崖先生文集》可以确定为宋宁宗嘉定十年前后鄂州

崇阳县斋刻本。

结语

刻书序跋是确定古籍刊刻时地最直接的材料,虽然重刻本、覆刻本也

经常会刻印底本序跋,但辅以字体、版式等时代要素,还是能够有所区分。
序跋为版本鉴定提供了一个外在框架:根据序跋知道某年某地某人曾刊

刻某书,剩下的则是甄别该书的存世版本,看哪本的版刻特征与之相符。
倘若没有这个外在框架,只根据版刻和纸张等要素判断大概的刊刻时地,
难以得出精确的结论。 因此,不仅是宋本中的刻书序跋,宋代目录、文集、
笔记著录的刻书信息也应当予以重视,最好能系统地加以收集。 比如南

宋佚名撰《耆旧续闻》记载“庐陵守陈诚虚中刊欧阳公《居士集》,亦无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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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适著,刘公纯等点校:《叶适集·水心文集》卷十一,中华书局,2010 年,第 183—
184 页。
何澹:《宋故琼管安抚提举郭公墓志铭》,黄瑞编辑,王棻校正:《台州金石录》卷八,
民国五年(1916)刘氏嘉业堂刻本,叶二十二至三十。 录文后有案语,考证甚详,可
参看。
按,伊庚本于“知”前补入“前”字,已非郭森卿本原貌。
李青:《宋代官员待次、待阙问题研究》,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(廖寅指导),2021
年,第 6、12、48—49、52 页。
周梦江:《叶适年谱》嘉定七至八年,浙江古籍出版社,2006 年,第 143—148 页。



次,盖不知编摩之体耳”①,而《天禄琳琅书目》著录有《居士集》一百卷,
乃宣和间吉州公使库刻本,前五十卷为“太守陈公”所刊,后五十卷为继

任方时可续刊。 于敏中等据《吉安府志》考证出“太守陈公”为陈城②,与
《耆旧续闻》所记“庐陵守陈诚虚中”当为一人(庐陵郡乃吉州古称)。 实

际上陈虚中名珹,乃陈瓘莹中之弟③,“诚” “城”皆讹字。 虽然天禄正本

已遭回禄,今无从得见,但其刊时刊地甚至刊人都明白无疑,如若将来真

有一部宣和吉本再世,也能够结合版刻特征较为容易地确认。
但仅仅搜集是不够的,还需要通过文史考证挖掘出尽可能多的刊刻

信息。 比如 《 两汉纪》 明本载绍兴十二年六月王铚后序,云 “ 编修王

公……其出使浙东也,既刻刘氏《外纪》以足《资治通鉴》,又重刻《旧唐

书》,至刻此《两汉纪》”,董岑仕等首先考证出刊刻者为提举浙东茶盐王

,王 于绍兴十年十月到任,十二年十月得替,则存世宋刻《旧唐书》当

刊于绍兴十一年前后;以此为基点,根据校正衔名和刻工,又辗转推定浙

东茶盐司刻本《外台秘要方》 《太玄经》刻于绍兴十二年前后④。 从一篇

序文挖掘出数书的版刻信息,正是细密的文史考证使之成为可能。 又比

如天禄琳琅旧藏宋本《周易本义》,无刊书跋语题识,近来张丽娟比勘版

式相近、刻工相关的其他三种朱熹著作《诗集传》 《中庸辑略》 《家礼》,根
据《中庸辑略》书末补刻的元代平江府“儒学教授刘惟肖校勘”衔名,以及

明人丘濬《家礼仪节》 “郑霖所刻《家礼》”的记述,结合《正德姑苏志》载

郑霖于淳祐八年至十一年知平江府,将以上四种统一定为淳祐后期平江

府刻本⑤,考证精审,可称确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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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鹄撰,孔凡礼点校:《西塘集耆旧续闻》卷三,中华书局,2002 年,第 313 页。 按,
陈鹄是明代人,乃本书的抄录者,而非作者(详参许勇:《〈耆旧续闻〉作者非陈鹄

考》,《文献》2016 年第 3 期,第 124—133 页)。
于敏中、彭元瑞等著,徐德明标点:《天禄琳琅书目　 天禄琳琅书目后编》,上海古籍

出版社,2007 年,第 72—73 页。
王明清撰,燕永成整理:《挥麈后录》卷七,《全宋笔记》第六编第 1 册,大象出版社,
2013 年,第 174—175 页。 屈亚楠:《两宋之际陈渊研究》,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

文(韩冠群指导),2022 年,第 13 页。
董岑仕、董婧宸:《绍兴越刻本〈资治通鉴外纪〉〈旧唐书〉〈两汉纪〉刊人考》,《中国

典籍与文化》2025 年第 3 期,第 67—69 页。
张丽娟:《天禄琳琅旧藏宋本〈周易本义〉刊刻时地考》,《传统文化研究》2025 年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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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以上诸例,通过文史考证确定宋代官本的刊修时地,有一定的步

骤可循。 对于有刊修序跋的版本,应当首先检查序跋是否完整无缺,若有

缺页,则当找寻后世抄、刻本补齐;然后通过细读文本,考证作者及相关人

员的历官信息,确定刊修时地。 对于无序跋的版本,则可以先通过版式、
刻工的系联,排比出同一系列的刻本,然后再利用这一系列刻本中可能保

存的校勘衔名、刻书记载等考定刊修时地。 需要指出的是,利用文史考证

得出的刊修时地,必须与“观风望气”(包括刻工系联)框定的范围大致相

合。 像以往那样,简单根据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的记载,将浙本南北七

史定为眉山刻本,实不可取①。 另外,受史料所限,文史考证有时并不能

确定刊修者的历官,此时只能阙疑,不可牵强附会。
总之,版本学既有其实物形态的一面,对于刻工、字体、版式、纸张等

内在要素都应当展开专门研究;也有其历史文化的一面,关于刊刻事件、
人物、时地等外部记载亦需要进行系统搜集,并通过文本解读和历史考证

加以挖掘还原。 正如石祥所指出的,“即便某一版本实物清晰无疑地被

判定为属于某一在考古学意义上的绝对年代已知的类型,该本的具体刊

刻年份与地点仍须通过文史考证予以解决”②。 因此,在根据版刻形态框

定大概范围的基础上,通过精密的文史考证得出定点,应当是版本研究的

题中之义。

本文初稿撰成后,蒙董婧宸、董岑仕女士指正偏失,李开升先生对第

二节惠示意见,又蒙《文献》匿名审稿专家悉心阅正,俾臻完善,在此一并

表示感谢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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